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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梁晨、李中清等提出的关于新中国成立５０年来在高等教育领

域完成了一场所谓“无声的革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工农子女上大学的比

例在改革前与改革后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增减趋势，不宜简单地总结为“５０年

里的一场革命”。改革前的高等教育平等笼罩着浓厚的阶级斗争氛围，是一

种“阶级内的平等”，诸多地方有违于真正的教育平等精神；而改革后被强化

的重点中学制度虽然构筑了少数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但这种制度

不仅不是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良方，反而是固化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机制。

本文对梁晨、李中清等的论文中所使用的材料和概念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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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刊发了梁晨、李中清等合作完成的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１９５２－２００２）》
（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或直接标注所引用的页码）。该文通过对中
国两所精英大学５０年间学生学籍的案例分析，说明中国精英高等教育
的生源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
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比重逐渐加大，并成功将这一
比重保持到２０世纪末。因此，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一场意义深远
的革命。在该文作者看来，高等教育领域这场“无声的革命”可谓是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政治革命的延续，部分工农在社会政治
革命中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精英身份通过教育革命而得到了巩固。１

虽然以往学界对新中国教育公平问题有诸多讨论，２但像《无声的
革命》那样将１９５２－２００２年横贯５０年的高教史断定为“无声的革命”
则殊为少见。本文力图探讨其求证中的问题并与之商榷。

１．梁晨等（２０１２）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这篇论文后，又很快出版了与论文同名的专著
（梁晨、张浩、李中清等，２０１３），但其核心内容都已经在论文中体现出来。所以，本文所讨论的
文本主要基于此论文。

２．教育学界的讨论可参见：李文胜（２００８）；社会学界的讨论可参见：李春玲（２００３）。

一、是教育革命，还是被革命的教育

用以支撑《无声的革命》这一宏大叙事的是对两所学校５０年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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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１５万名本科生的数据的分析。就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层而
言，在这５０年间，按照作者的统计，以学生父亲的职业为基准，北京大
学１９５２－１９９９年的新生中有１５．０１％是农民子女，苏州大学的农民子
女则达到２５．３７％（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数字既是雄辩的，有时也是苍白的。我们固然可以感受到这些数

字所传达出来的力量，却又不禁要问：在这些赫然的数字背后被遮蔽的
社会事实是什么？被抽离的历史脉络又是什么？“农民子女”身份在中
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具有的意义是什么？究竟是哪一部分农民
子女，以何种方式获得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这一制度能否得以延续，
并使不同世代的农民子女受惠于此呢？部分农民子弟成功进入精英教

育行列，是否就意味着教育公平呢？
米尔斯（２００１）在批评拉扎斯菲尔德式的“抽象经验主义”时曾指

出，那种过于迷恋数据收集及研究方法本身，而忽略问题的结构情境和
历史背景的研究，是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匮乏的表现。《无声的革
命》这项合作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是曾经长期在美国生活和执教，横跨史
学界和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李中清。我们从该文中可以看出，作者问
题意识的其中一个源头是对美国精英高等教育的开放性较低的不满。
但我们惊讶地看到，李中清作为社会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他所主
持的这项中国高教史研究却似乎拒绝深究历史，而只是将５０年叠加的
数据摆在读者面前，以证成其“无声的革命”这样宏大的结论。而如果
把中国当代史纳入进来，将所谓的“大数据”展示在中国教育制度的历
史脉络中，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结构及教育政策在改革开放前后有着相当大

的变化。用５０年累加的数字来论证，首先掩盖了那些对理解中国教育
公平至关重要的社会变迁。其实，作者的数据清晰地表明，农民子女入
学的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进入北京大学的农
民子女呈现下降趋势，而苏州大学的农民子女比例也基本不再增长。
这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增减趋势，却都被作者化约在５０年里的“一场革
命”的结论中。
当然，作者在数字上并没有掩饰对这些不同阶段的差异的诠释。

他们在给出一些总体数字的同时，也分别给出了改革开放以前与改革
开放以后的数字。但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揭示出这些数字背后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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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逻辑，虽然，这些抽象数字本身所能呈现的，仅仅只是一部历史感
薄弱的学生来源“标签化”数据的变动性罗列。比如，作者在文中指出，
在“文革”前，贫下中农子女进入精英大学的比例不断上升，富农地主子
女的比例则大幅萎缩，到“文革”时期已经基本退出精英大学领域，中上
中农子女的比例也持续下降，只有贫下中农子女“一骑绝尘”，几乎成为
农民群体进入精英大学的垄断者（第１０７页）。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意
味着是什么样的革命，是教育领域平等的革命吗？如果这也算是革命的
话，也许该称之为“被革命的教育”。
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教育为人民服务、教育向工农开门”的基本

方针。然而，“人民”并非同质性的概念。在“人民”的概念中，不仅有积
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别，更有工农家庭出身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之分。
即使拿“工农”这个概念来说，也是非同质性的。“工人”可以说是一块
响当当的身份招牌，而“农民”则是一种成分混杂的说法。在改革开放
前，人们更多的是用阶级论的视角切分出两个概念：“贫下中农”与“地
主富农”。工人与贫下中农构成劳动人民，而地主富农与资产阶级构成
剥削阶级。在当时，凡是将“工农”并提在一起的，其中的“农”都特指贫
下中农，而绝非今天一般意义的“农民”。
这种身份差别体现在各个方面，就高等教育的招生对象的资格而

言，可明确区分为优先、限制与剥夺等不同的待遇。
第一，享受优先录取权的是工农子女。１９５３年起，高等学校在招生

中规定，当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产业工人、革命干部等考试成绩达到所
报考系科的录取标准时，优先录取。１９６４年，对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
女、退伍士兵和劳动知识青年，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当他们
的考试成绩达到报考学校的最低要求时，优先录取。１９６５年的“高校招
生办法”中规定，对于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产业工人、贫下
中农、烈士子女和学生干部，当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接近时，优先
录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１９８４：３８０）。正是由于这一优先录取权的保
障，才使高校学生中工农成分的比例逐年增加。１９５３年工农家庭出身以
及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新生，占到新生总数的２７．３９％，１９５８年上升为５５．
２８％，１９６５年又上升为７１．２％（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１９８４：３３８）。
第二，招生受到限制的是剥削阶级子女。１９６１年教育部党组在

《关于资产阶级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中承认，在招生工作中对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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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中间派和右派没有实行区别对待，对学生本人的进步注意不够，很
多学校规定的机密专业的数量太大，范围太广，过分限制了资产阶级子
女入学。该报告指出：“对于资产阶级子女看重本人的表现，如果他们
的政治、健康条件合格，学业成绩达到了规定标准，就应该和其他人一
样考虑录取，不要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子女，就对他们有所歧视而不录
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１９８４：２９６、３１０）。然而，在强调阶级路线的
氛围中，家庭出身始终是决定大学教育机会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个时
代的亲历者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政策是，在培养人、使用人时，要贯彻
‘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阶级路线的三句
话中，‘有成分论’是前提，是有形的、实在的；后两句则是虚幻的……
‘四清’运动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路线贯彻得也越来越严
格。凡出身不好的人都会被直接告知，不要幻想参军入伍；不要期望上
名牌大学，报某某专业；不要企图留城工作；更别妄想进大机关和科研
机构”（王祖锷，２０１２：２２９）。
第三，招生资格被剥夺的是被认定的坏分子。１９５３年，高等教育

部发出“关于投考高等学校学生的政治审查问题的通知”，规定有以下
情况者不准报考：现被管制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破坏活动分子；确
因反革命以及品质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开
除的分子。１９５８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规定对反革命
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品质恶劣的分子及其他坏分子，都不予录
取（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１９８４：３３７）。如果真是反党反社会的罪犯，剥
夺其包括教育资格在内的公民资格倒也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当年用阶
级斗争视野认定的坏分子究竟有多少属于今天所认定的应该剥夺公民

教育资格的罪犯呢？

李文胜（２００３：４２４）根据北京大学档案材料，分析了１９５７－１９６５年
间北京大学新生家庭出身情况。从图１看到，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氛围
中，对劳动人民子女教育权利的保障，是以强行限制和剥夺剥削阶级子
女的教育权利为代价的，实行的是一种“阶级内的平等”。随着阶级斗
争的升级，它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歧视性的“阶级路线”政策，阶级成分
和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个人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严重打破了公民教
育权利的平等，打击、压制了许多有求学渴望和学习能力的青年学生，
并直接导致了“文革”中的“血统论”（杨东平，２００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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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北京大学新生出身情况（１９５７－１９６５）

　　这种讲出身、论成分、贯彻阶级路线的教育方针一直贯穿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前３０年中。当然，在这３０年的教育发展中，也存在着关于教
育发展战略的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强调发展以专业技能和精英教育为
核心的正规化、制度化教育，另一种倾向强调以实现平等为核心的普及
化、大众化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贯彻的是以大众教育为主导的高等教育方针。

１９５２年后，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开展及向苏联学习的运动，精英教育开
始占据主导，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建立的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制度相
继被取消。但是，自１９５８年国家发起“教育革命”后，大众教育在毛泽
东的强力支持下重新占据主流，“文革”期间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６年，全国高校取消了考试制度，通过推荐的方式招收
工农兵学员，达到“一骑绝尘”的地步。就这个意义而言，教育被彻底地
“革命”，中国的大学迎来了规模空前的工农子女。
即使是在人民阵营里，还存在着工农子女与干部子女、工人子女与

贫下中农子女之间的关系。《无声的革命》一文认为，取消考试、实行推
荐制并不利于工农等缺乏权势的群体（第１０７页），对此观点我们颇有
疑问。
从该文作者提供的数据看，北大和苏大在“文革”后期的农民子女

数量的确明显减少。但所谓这个时期的学生更多是干部子女的说法则
缺乏数据支持。他们依据的是作家邓贤（１９９３：１６３）的一篇报告文学作
品———《中国知青梦》。但这篇报告文学在宣称“文革”时期７０％的大
学生是干部子女或有政治背景时，并没有标出数据来源，难以为学术研
究所采信。而作者将这个时期的工农群体视为缺乏权势的群体，则显
得缺乏基本的常识感。众所周知，在“文革”时期，原来的干部大多被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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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走资派”遭到批斗或被赶下台，工人出身恰恰是当时最有权势的群
体，农民中的贫下中农也是正当红的群体。作者认为取消统一招生考
试后大多数的工农兵学员既非出身工人，也非出身于农民，而是出身于
干部子女（第１０７页），这种看法的依据并不充分。实际上，该文作者稍
后在对工人子女的分析中又指出，工人子女在“文革”时期成为大学生
的重要来源（第１０８页）。这表明该文作者自己已经对前面的论断进行
了否定。当然，在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的确存在较多的“开后门”
现象，以致１９７２年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提出要克服少数干部在招生工作中“走后门”
的不正之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１９８４：４４２）。但干部子女到底在工
农兵学员中占多大比例，仍缺乏确切的史实资料。而且，“干部”的指涉
是非常宽泛的。当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被称为“干部”，而按
户籍制的标准，他们其实都是农民。从现在所能看到的一些材料来说，
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相当部分还是工人子女和贫下中农子女。比如，
武汉大学１９７０年招收新生９８８名，其中工人占４０％，贫下中农（包括
基层干部）占３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占２１％，解放军战士占５％
（郑谦，１９９９：８３）。１９７０年北京大学招收的５２７名工农兵学员中，出身
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占８７％（王学珍等，２００８：８４４－８４５）。
那么，通过政治的强力推动，大批工农子女在“教育革命”和“文化

大革命”中迈入大学校门，这是否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平等呢？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北京大学教改组在汇报教学质量的调查情况时谈到，
“历史系１９７０级工农兵学员５６人，其中高中程度１０人，初中程度４３
人，高小程度３人；入学后上课１４个半月，占入学２年时间的６０．４％，
下厂、下乡等非教学时间９个半月，占３７．２％。５６人中学得好的、比较
好的有１２人，占２０％左右；学习一般的３６人，占６５％左右；学习差的８
人，达不到培养目标，占１５％；３人学习内容基本没有掌握。西语系英
语三年级共１３３人，抽查在校生７７人，其中大部分文化程度为初中二、
三年级的程度，学习情况分为四类：甲类：语法概念清楚，听外国人讲话
困难不大，可以对话者２５人，占３３％；乙类，语法概念不清，应用差，中
译外差的２１人，占２７％；丙类，语法概念有错误，中译外困难大的２１
人，占２７％；丁类，达不到要求的１０人，占１３％”（王学珍等，２００８：８４４
－８４５）。这种试图用取消考试制度，用革命的手段改变工农子女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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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弱势地位的努力，实际上注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闹剧。有学者称
之为“教育平等的乌托邦”（杨东平，２００８：２８４）。
综上所述，在我们看来，用政治手段强行限制和剥夺部分公民的教

育权利，又用政治手段强行将另一部分人塞进大学的做法，不能被称之
为是真正有进步意义的教育革命。

二、重点中学：是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良方，还是固化城

　 乡教育不平等的机制

　　１９７７年后，中共中央拨乱反正，纠正了极“左”的阶级路线，消除了
建立在家庭出身基础上的教育歧视，重新确立了知识的尊严，使教育走
上了制度化、正规化的道路。这不仅是对“文革”前１７年精英教育路线
的恢复，而且彻底否定了阶级路线和出身论，从而为所有人创造了均等
的教育机会，“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新时期教育路线最响亮的口号。
当然，在形式平等的竞争规则下，因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在城乡之

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农民子女在类似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中的比例开
始显著下降。然而《无声的革命》的作者又发现，农村孩子在新时期进
入精英大学亦留有一个通道，这就是与精英大学构成对接关系的重点
中学。该文统计结果显示，北大与苏大新生来源中学集中程度非常高，
少数中学为两所大学输送了大部分生源。从北大的数据来看，新中国
成立以来，７．３９％的从本科生来自５所中学，这５所中学只占所有向
北大输送过学生的学校总数的０．０８％。前３．０８％的中学 （２００所）输
送了４１．１％的北大学生，前５％的中学输送了５０％的北大学生，前

２０％的中学输送了接近８０％的北大学生（第１１３页）。苏大的情形也
类似。而向两所大学输送学生较多的中学基本上都是重点中学。在该
文作者看来，县一级重点中学的设置与训练是农村学生与乡镇学生进
入精英大学最重要的途径。因此，他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界无声的革
命，起点即在基础教育领域，其标志就是重点中学制度（第１１５页）。
教育学界关于重点中学制度的利弊一直存在争议。但即使是重点

中学制度的辩护者，一般强调的也只是重点中学有利于培养精英人才
和更好地发挥教育资源的效益。而《无声的革命》一文则是把重点中学
制度尤其是县中（即：县一级重点中学。下同）看成是以平等为特征的
教育革命的保障。对作者这种别出心裁的分析，我们试做以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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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不仅体现在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之间，
而且也体现在重点中学内部不同层级之间，有人称之为“教育级差”现
象（李习凡，２０１１）。这种教育级差最明显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县中即
使进入重点中学行列，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实验设备和校舍条件等
各方面的资源上，也难以与大中城市的同类重点中学相比（袁振国，

１９９９）。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的不均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在不发
达地区尤其严重。《无声的革命》用北大的数据表明，海南、贵州等不发
达省区的学生集中来源于极少数位于城市的重点中学，比如，在来自海
南的北大学生中，７０％都来自同一所重点中学（第１１５页）。此文作者
本想就此表明，越是不发达的地区，重点中学和县中越重要。但是他们
没有意识到，这些数据恰恰说明了，在不发达地区，即使县中挤进了重
点中学的阵营，也很难向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输送学生。重点中学制
度不仅不是弥补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之间差距的通道，反而构
成制度性的排斥渠道。有学者将城乡分治以及重点中学／非重点中学
分治称为“双重的二元结构”，正是这种结构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公平最
基本的制度结构（杨东平，２００６：１３）。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县中本身的入学机会来探讨城乡差距问题。

有研究表明，优势社会阶层子女在优质教育机会获得上占尽先机，他们
不仅可以凭其文化资本通过正常的公开招录进入重点中学，更能凭其
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关系资本通过扩招录取来占据优质教育资源。
如果说能够入学重点中学是社会成员进入上层社会、获得精英身份的
准通行证的话，那么，现有的重点中学招生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次系统
化的社会选择与社会排斥：有权有背景的家长可以让成绩平平的孩子
成为名校的“条子生”、“共建生”；有钱有关系的家长可以让学业一般的
孩子成为名校的“缴费生”；无权无钱无背景的家长则不得不放弃对名校
的追逐（李习凡、何雨，２０１１）。即使是在县中，城市背景出身的学生和
农村背景出身的学生，也因其资本的有无或多寡而面临着不平等的入
学机会。
无可否认，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子女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

重点中学，进而又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吃苦耐劳升入精英大学。这种情
况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要比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更为普遍。但是，这
种情况真的就意味着教育平等的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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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政府在设计重点中学制度时，本是期望重点中学发挥示范作
用，集中力量和资源，摸索并取得经验，由点及面，逐步推广，指导一般，
并希望通过重点中学来带动普通中学，通过县中来带动广大的农村中
学。然而，重点学校以垄断优质师资和生源为前提，其优质的资源难以
推广，其特殊的政策无法惠及大众，结果形成的不是重点中学带动普通
中学，而是重点中学排斥和挤压普通中学。重点学校不仅没有起到示
范性、实验性的作用，反而通过拉大学校间的差距，加剧了学校之间升
学率的竞争，恶化了基础教育的气氛，成为推动应试教育，凝固和扩大
阶层差距的教育机制。少数重点中学成为高分学生的“收割机”，优秀
师资的“抽血机”（李习凡，２０１１）。的确，有少数拔尖的农村学生被选拔
到县中或重点中学，但这些学生的幸运只是他们个人的幸运，即他们有
幸被以城市为中心的精英教育体制所吸纳，而这种个别人的幸运不仅
没有改变城市对乡村教育的支配格局，反而因为这些农村学生中的佼
佼者被顺理成章地抽离出农村社会而使既有的权力支配格局变得更加

牢固。正如布迪厄在分析黑人解放时所指出的，某些黑人“侥幸”干不
被歧视，正是以对“黑人／白人”这样一种人为的社会地位分类体系的承
认为前提的（布迪厄、华康德，２００４）。少数迈入县中的农家孩子可能由
此摆脱了“命定”的农村人这一社会地位，但他们出身的那个阶层却通
过重点中学这种教育抽离机制被更为稳固地定位在宿名性的位置上。
总体上，我们承认在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中，资源集中的

重点中学和县中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工具合理性的通道。然而，
这一工具合理性却缺乏价值正当性的道义支持，最终导致这一制度的
不可持续性与高代价性。正是基于重点中学的种种弊端，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逐渐取消了重点中学制度。尽管
该制度随后又以示范学校、明星学校等方式卷土重来，但重点中学的名
称已成历史，重点中学制度理念的正当性也丧失殆尽。

三、材料与概念诸问题的讨论

《无声的革命》在材料的使用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该文的
数据是根据学籍卡来确定学生家长身份的，而学籍卡上父母的职业是
由学生自由填写的，并无任何备选项或填写说明。学生若在学籍卡上
把自己的家长职业填为“干部”，研究者在未进行任何访谈的情况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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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弄清这些家长的真实身份。这些学籍卡上名为“干部”的学生家长，
可能是狭义上的党政干部，也可能是企业的管理人员，甚至还可能是农
村的基层干部（如村党支部书记、村长等）。作者只是在苏州大学的学
籍卡中进一步区分了党政干部与企业管理人员，而对北京大学的样本
则很可能因为资料受限而未加以区分（第１０９页），这就使其研究结论
打了折扣。即使不少学生在填写家长职业的同时也填写了工作单位，
但仍可能产生一些疑义。例如，如果学生把家长的单位只写成“ＸＸ省

ＸＸ县ＸＸ乡”，那我们就很难弄清楚这个家长是乡里的国家干部，还是
乡镇企业干部，或是身份实为农民的村庄基层干部。
其次，作者按照《国家职业大典》区分了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这

种区分在分析上是有意义的。但是，正如诸多研究所表明的，中国社会
在社会分层上与西方社会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中国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形
成的是一套以身份制为核心的分层制度，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
籍身份、城市内部的干部和工人身份，以及城市单位的所有制身份
（孙立平等，１９９４；李强，２００８）。在改革开放前，人们的社会身份基本归
属于干部、工人和农民三大身份。而改革开放后，尽管这种身份制的具
体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种身份制本身并没有完全消除，它在人们
头脑中的烙印还很深。在身份制下，专业技术人员也被划归到干部队
伍中，即所谓“技术干部”（与“行政干部”相对）。因此，在当年由学生自
填而未获得指导及现今分析时又未作访谈的情况下，学籍卡上标出的
“干部”身份，既可能是党政干部或企业管理人员，也可能是专业技术人
员。３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干部”的指涉更是模糊不清的。正是这种缺
失，使得该文有关干部子女与技术人员子女的数据分析不够严谨。

３．第一作者梁晨在访谈中声称他们计算出的干部比例已经包含了担任一定职务的知识分子
（郑清，２０１２）。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即使是那些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知识分子，也可能被孩子
在学籍卡上填上“干部”身份。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作者在文中较多使用了“工农子
女”这个概念。作者论证中国父母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比国外弱，主
要基于有更多的学生来自工农子女的数据特征，比如，北大学生来源工
农子女的近３０％，苏州大学的工农子女高达４０％（第１１１页）。在他们
看来，工农子女针对其他阶层构成了非精英阶层，因而成为衡量中国是
否发生“无声的革命”的重要标尺。需要注意的是，工农虽然相对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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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来说属于低收入阶层，但过于强调“工农子女”概念，容易使人们忽
略中国社会分层最重要的因素———城乡身份的分割。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前，非公有制企业尚未大量出现，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人都属
于单位制成员，享受单位制中程度不同的福利（路风，１９８９；华尔德，

１９９６）。尤其是国有大企业中工人的生活水平，远非农民可比。李强
（２００５）提出中国实际存在着两个社会分层体系：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
和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这两个体系几乎是独立运转的，相互之间并
不交融。李强就此把中国社会结构称为“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即构成
倒写的“丁”字一横的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构成“丁”字一竖的是
城市的社会阶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使用“工农子女”这个
概念，只是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应注意到工人与农民并非处在同一个社
会阶层。因此，考察中国父母职业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应特别考察父母
的城乡身份差别。作者在文中虽然也涉及对城乡差异的研究，但实际
的着眼点却在家庭居住地的差别。就中国社会的公平性问题而言，研
究城乡居住地差别的重要性远不及研究城乡身份差别的重要性。
本文本着深入讨论的精神，对《无声的革命》一文提出了以上的商

榷意见。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完全否认中国在普及大众教育、实现教育
公平方面所作的诸多努力和获得的诸多成就。与１９４９年前相比，中国
的高等教育生源在多样化方面无疑是进步的。但是，我们既要看到在
追求教育平等上的努力和成绩，也要坦然面对和认真反思曾走过的弯
路；既要看到诸如重点中学这样的教育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也要充分估
计到这种历史合理性的逐渐丧失；既要看到在中国社会，教育与政治之
间密切相连的必然性，也要高度警惕教育被过度政治化的危险；既要看
到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上的意义，也要能自觉体察这种追求的限度。
尽管《无声的革命》的数据质量有缺陷，分析概念也有不够严谨之

处，但考虑到现有研究缺乏完备数据来分析较长时期精英大学生源变
化情况，其在收集和处理数量庞大的学籍卡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仍然值
得肯定。不过，在中国学界纷纷开始追逐“大数据”的时代里，史学研究
也开始呈现出计量化热潮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提醒自己如何更加冷
静地去面对数据。正如叶启政（２００３：３５９）所指出的：“统计概念并不是
超越特定时空场域，而有着普遍、客观的有效性。它是特定文化与历史
背景的孕生品，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一直就沉重地负载着特定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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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类学所预设的概念包袱。缺乏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统计概念的
内涵，永远都会有着误用和滥用的风险。”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布迪厄、华康德．２００４．反思社会学导引［Ｍ］．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邓贤．１９９３．中国知青梦［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华尔德．１９９６．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Ｍ］．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李春玲．２００３．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
影响（１９４０－２００１）［Ｊ］．中国社会科学（３）：８６－９８．

李强．２００５．“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Ｊ］．社会学研究（２）：５５－７３．
李强．２００８．改革３０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Ｇ］／／中国社会变迁３０年．李强，主
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５６．

李习凡．２０１１．重点中学精英式再生产机制的研究［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论文．
李习凡、何雨．２０１１．阶层优势的代际复制：精英中学选拔机制的社会学分析［Ｊ］．《学海》

（５）：１０９－１１３．
李文胜．２００３．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Ｇ］／／公平与效率：２１
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刘海峰，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４１６－４６１．

李文胜．２００８．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研究［Ｍ］．北京大学出版社．
梁晨、李中清、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杨善华．２０１２．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
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１９５２－２００２）［Ｊ］．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１１８．

梁晨、张浩、李中清，等．２０１３．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１９４９－２００２）［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路风．１９８９．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Ｊ］．中国社会科学（１）：７１－８８．
米尔斯．２００１．社会学的想像力［Ｍ］．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孙立平，等．１９９４．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４７－６２．
王学珍，等，主编．２００８．北京大学纪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Ｍ］．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祖锷．２０１２．为争取平等而斗争［Ｇ］／／暴风雨的记忆：１９６５－１９７０年的北京四中．北岛，
等，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８７－１９４．

杨东平．２００６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Ｍ］．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东平．２００８．教育和公平［Ｇ］／／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李培林，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７８－３０３．

叶启政．２００３．均值人与离散人的观念巴别塔：统计社会学的两个概念基石［Ｇ］／／现代政
治与自然．《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袁振国．１９９９．论中国教育政策的转变———对我国重点中学平等与效益的个案研究［Ｍ］．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郑谦．１９９９．被革命的教育：“教育革命”始末［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郑清．２０１２．我们原本想表达什么［Ｎ］．中国社会科学报（４月６日）．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１９８４．中国教育年鉴（１９４９－１９８１）［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１９８４．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８２）［Ｍ］．北京：教
育科学出版社．

实习编辑：岳　芸
责任编辑：路英浩

·３９·

“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


